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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入观念对情绪感染力的调节——以教学活动为例* 

张奇勇 1  卢家楣 2 
(1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扬州 225002) (2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从以往意识性情绪感染的研究中可以推断出, 情绪感染可以被后继的“观念”所调节, 这种观念可

以被无意识提取, 那么情绪感染能不能被“先入观念”所调节呢, 即观念先于情绪感染而存在并对情绪感染

的最终效果产生影响。实验情境以教学活动为例, 采用被试内设计, 通过实验前的指导语引导学生树立两种

教师评价——“权威”教师(积极的先入观念)和“新手”教师(消极的先入观念), 然后给学生播放两位教师的三

类教学视频——中性情绪、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的朗诵视频, 使用 BioNeuro 八通道生物反馈仪记录学生在

观看视频时的生理指标, 每段视频播放后, 要求学生完成《教师课堂情绪感染力评价问卷(学生用)》。实验结

果表明, 学生在观看“权威”教师视频时, 其注意力水平不受教师情绪效价的影响, 学生对“权威”教师均能保

持较高的“专注”状态, 从而提高了“权威”教师的积极情绪感染力(易感性调节), 而对“新手”教师的“专注”程

度较低, 从而削弱了“新手”教师的积极情绪感染力(免疫性调节)。“新手”教师的消极情绪感染力(倦怠)比“权

威”教师的消极情绪感染力更强, 这与学生对“权威”教师的消极情绪进行“合理化”解释有关, 从而免疫了“权

威”教师的消极情绪感染力。问卷调查结果也表明, 学生对“权威”教师的情绪感染力评价(无论是中性、积极

或消极视频)要极其显著好于对“新手”教师的评价。由此说明, 先入观念对情绪感染的调节方式有两种：“专

注”和“合理化”, 调节的结果也有两种：“易感性”与“免疫性”。 

关键词  先入观念; 情绪感染; 易感性调节; 免疫性调节 

分类号  B849:G44 

1  引言 

情绪感染在国外心理学界研究起步较早, 目前

可以检索到的有一定价值的文献有 40 余篇, 而国

内心理学界对于情绪感染的研究相当少, 目前国内

外对情绪感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业与服务业

(e.g., Johnson, 2009; Huang & Dai, 2010; Du, Fan, & 

Feng, 2011; Manera, Grandi, & Colle, 2013)。以往文

献就情绪感染这一概念存在分歧, 分为原始性情绪

感染(primitive emotional contagion)和意识性情绪

感染(conscious emotional contagion)两大流派 , 原

始性情绪感染认为情绪感染是一个自动化的、无意

识的“模仿——反馈”过程。与原始性情绪感染不同, 

意识性情绪感染是一个伴随着理性的情绪辨别与

解释的情绪传递过程, 情绪感染受辨别与解释的结

果(意识)所调节。如 Barsade 认为人通过将自己的

情绪与他人的情绪进行对比, 如果认为他人情绪合

适的话, 便接受他人的情绪(Barsade, 2002)。如果当

顾客感觉到员工的情绪是假的或不真诚的, 他或她

就不能合理地解释情绪展示的原因, 意识性情绪感

染就不会产生(Hennig-Thurau, Groth, Paul, & Gremler, 

2006; Du et al., 2011)。张奇勇等人从理论上论证了

意识性情绪感染并非是一种单一的、基本的心理现

象, 其中有一类意识性情绪感染其实是情绪感染后

的意识性调节现象(张奇勇, 卢家楣, 2013), 如“虚

假的笑不具有感染力”, 其实就是情绪感染后的意

识性情绪调节(认定为“笑是虚假的”)“免疫”了情绪

感染的最终效果, 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表明, 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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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事件的最初反应以及随后的情绪调节(情绪放大

或消减)这两个过程均由大脑的相互独立的机制去

管理(Johnstone, van Reekum, Urry, Kalin, & Davidson, 

2007), 正是因为情绪感染被后继的“笑是虚假的”

这一观念所调节 , 所以才“不具有感染力”。由此 , 

张奇勇等认为意识性情绪感染将情绪感染后的调

节、对比过程也混杂其中, 而这些并非是情绪感染

的本体, 所谓的“意识性情绪感染”其实恰恰说明了

情绪感染可以被之后的心理过程所调节(可以是有

意识或无意识调节), 所以本文中的情绪感染是指

感官情绪信息自动化地、无意识地在人际间传递

的过程(张奇勇 , 卢家楣 , 2013), 它是人际间情绪

传递的方式之一 , 不包括个体被情绪感染后的调

节、对比过程。本研究严格区分了情绪感染及其之

后的情绪调节这两个心理过程 , 控制了额外变量 , 

如语义情感信息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使得通过实验

诱发出的心理现象符合真正的情绪感染现象。 

在 Stel 等人的研究中, 让被试观看一段肥皂剧, 

若事先告知被试剧中人物的情绪是矫揉造作的(假

的 ), 结 果 被 试 均 没 有产生 明 显 的情绪 感 染 体 验

(Stel & Vonk, 2009), 由此可认为情绪感染水平被先

入观念所调节, 但这种先入观念影响的是觉察者对

感官情绪信息的真伪判断, 那么先入观念能不能是

一种高级情绪信息呢？(关于感官情绪信息与高级

情绪信息的内容详见：张奇勇, 卢家楣, 2013)如情

绪诱发者的身份信息、社会作风信息等。例如, 2003

年丁肇中教授在北京大学演讲时, 吸引了很多文科

生前来听讲, 并且文科生也听得津津有味, 会场气

氛相当热烈。假如换一个人, 而不是丁肇中, 使用

同样的方式演讲相同的内容, 是否能激发出相同的

气氛效果呢？再如, 某高校政治教师, 政治课讲得

非常好 , 年年评教名列第一 , 自从传出性丑闻后 , 

他的课堂流失率节节攀升, 听课的学生均认为他是

在作秀, 毫无吸引力可言, 评教成绩一落千丈。这

些现象均表明, 先入观念会以一种无意识的形式被

提取(Sritharan, Heilpern, Wilbur, & Gawronski, 2010), 

并影响诱发者的情绪感染效果, 也就是说, 观念可

以先于情绪感染而存在并对情绪感染的最终效果

产生调节作用 , 调节的结果有两种——增强或削

弱。由此, 先入观念也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先

入观念 , 它可以增强情绪感染的最终效果 , 如“丁

肇中是一位伟大的华裔美国物理学家, 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 一种是消极的先入观念 , 它可以削

弱情绪感染的效果, 如“某教师是一位生活作风有

问题的人”。本研究主要着眼于先入观念对情绪感

染力的易感性调节与免疫性调节作用, 所谓易感性

调节是指情绪觉察者的先入观念可以增强情绪诱

发者的情绪感染力, 使情绪觉察者产生更大的情绪

体验, 如同机体对某病原体具有易感性一样, 先入

观念对情绪感染力产生了易感性调节; 所谓免疫性

调节是指情绪觉察者的先入观念可以削弱情绪诱

发者的情绪感染力, 使情绪觉察者削弱甚至消除了

情绪体验, 就如同疫苗使机体产生了免疫功能一样, 

先入观念对情绪感染力产生了免疫性调节作用。 

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些现象, 当一个人看到别

人的情绪时 , 却体验到了与别人完全相反的情绪 , 

如看到一个厌恶的人与其朋友谈笑时, 会激发出觉

察者讨厌的情绪, 这被称作“反向感染” (觉察者体

验到了与被觉察者相反的情绪), 在少量文献中有

所涉及(e.g. McIntosh, Druckman, & Zajonc, 1994; 

Witvliet, Knoll, Hinman, & De Young, 2010), 也就是

说觉察者所感觉到的与被觉察者的关系水平决定

了觉察者的情绪感染水平甚至情绪效价, 而这种人

际关系评价也是以无意识的形式被提取的(Visser, 

van Knippenberg, Van Kleef, & Wisse, 2013)。通常, 

对于学生来说会更崇拜权威教师而轻蔑新手教师, 

那么学生对教师身份的看法会不会以无意识的形

式被提取并最终影响教师情绪对学生的感染水平

呢？或者说, 会不会无意识地认为权威教师所表现

出来的情绪更真实, 而新手教师所表现出来的情绪

更虚伪呢？如有研究表明, 当被试认为被觉察的情

绪是假的时候就会减少模仿 , 就会减少移情*, 因

为移情的社会功能被减少(Stel & Vonk, 2009), 说

明情绪感染的程度受到觉察者主观所感受到的他

人情绪表达真实性的影响(Huang & Dai, 2010) (尽

管他人的情绪表达有可能是真诚的)。 

目前, 生物反馈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情绪研究

中, 因为生理指标变化与情绪体验的强度之间存在

一致性(Laird et al., 1994)。结合本研究的目的, 使

用了 α、SMR、β 波三种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这些脑电指标与“专注”程度有关, 通常被作

为注意唤醒程度的重要生理指标(Adeli, Zhou, & 

Dadmehr, 2003); 血 容量 (blood volume pulsation, 

BVP)通常用以反应血管的舒缩反应和交感神经的

兴奋程度, 与情绪状态密切相关, 是反映情绪唤醒

程度的敏感性生理指标(Sztajzel, 2008); 皮电指标

                                                           
* Stel等的论文中移情被等同于情绪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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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用来测量被试愉悦情绪或焦虑情绪的刺激反

应(Peter & Herbon, 2006), 皮电也与情绪唤醒程度

密切相关(Burriss, Powell, & White, 2007; 李芳, 朱

昭红, 白学军, 2008)。情绪感染与被试的无意识模

仿有关 , 因此选用了脸颊肌电 (electromyographic, 

EMG), 对于正常的被试而言 , 模仿会产生一致的

行为(如看到高兴的脸嘴角就会跷起, 看到沮丧的

脸嘴角就会下垂), 而限制不一致的行为 , 这种一

致 性 倾 向 被 认 为 是 情 绪 感 染 的 指 标 (Falkenberg, 

Bartels, & Wild, 2008)。 

本研究以教学活动为例 , 通过指导语设计了

“权威”教师和“新手”教师两种教师身份信息, 用以

考察学生对教师社会身份信息的认知(先入观念)能

否调节学生的最终情绪感染水平。为此, 本研究提

出下列假设： 

H1：学生对“权威”教师(积极的先入观念)的关

注程度显著好于“新手”教师(消极的先入观念), 且

不受“权威”教师情绪效价的影响; 学生对“新手”教

师的关注程度与教师的情绪效价有关, 当“新手”教

师表现出消极情绪时, 学生的关注程度会大大下降。 

H2：“权威”教师的积极情绪对学生的感染力要

强于“新手”教师, 即“权威”教师的积极情绪更具易

感性, 这与学生对“权威”教师的关注程度更高有关。 

H3：“权威”教师的消极情绪对学生的感染力要

弱于“新手”教师, 即学生对“权威”教师的消极情绪

具有免疫力, 这与学生对“权威”教师的消极情绪做

出“合理化”解释有关, 从而免疫了“权威”教师的消

极情绪感染力, 而对“新手”教师的消极情绪则没有

这种“合理化”。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目的 

在实验室仿真教学情境下, 通过引导学生对教

师的评价, 检验学生对教师的意识性评价观念对教

师情绪感染力的调节作用。 

2.2  被试 

以公开招募的方式选取来自扬州大学的大学

生 51 名, 所有被试视觉正常或矫正后正常, 听觉均

正常, 无精神类疾病史。其中有 4 名因为数据记录

缺损而被剔除, 另有 7 名因出现极端数据而被剔除

(在平均数上下 3 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最后获得

有效被试数据 40 名, 年龄在 18~22 岁之间, 其中男

生 20 名, 女生 20 名。 

2.3  实验工具与材料 

本 研 究 的 实 验 仪 器 采 用 加 拿 大 Thought 

Technology 公司生产的 BioNeuro 八通道电脑生物

反馈仪, 型号为 BioNeuro INFINITI SA7900C, 数

据采集系统软件为 MULTIMEDIA BIOFEEDBACK 

SOFTWARE (version 5.2.4)。本研究使用了 A、B、D、

G 四个通道, 设定 A 通道为 MyoScan-Pro400, 用于监

测左脸颊肌电(采集脸颊 EMG, 单位为µV); 设定 B 通

道为 EEG-Z, 用于监测脑电(采集 α 波、SMR 和 β 波, 

中央顶区 Cz 点); 设定 D 通道为 SC-Pro/Flex, 用于

监测皮电(利手食指、无名指指腹) (采集 SC, 单位

为 mho); 设定 G 通道为 HR/BVP- Pro/Flex, 用于测

定血容量(利手中指指腹) (采集 BVP 幅度; BVP 频

率, 单位为次/min)。 

本研究使用多媒体教学视频进行教学, 采用两

名男教师朗诵下列教学用文本, 并录制成多媒体视

频(扩展名为“.mpg”), 每个视频长度约 4 min 左右, 

实验采用被试内设计, 依据实验要求, 每个模块分

别使用了下列教学视频。 

模块一中的实验视频为：《大自然的语言》(中

性情绪朗诵)、《景泰蓝的制作》(积极情绪朗诵)、《统

筹方法》(消极情绪朗诵)。 

模块二中的实验视频为：《落日的幻觉》(中性

情绪朗诵)、《语言的演变》(积极情绪朗诵)、《语言

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消极情绪朗诵)。 

随机抽取 47 名大学生对教学用文本的语义情

感采用 15 级(–7~7)评分, –7 表示实验材料的语义情

感非常负性, 0 表示语义情感为中性, 7 表示语义情

感非常正性, 结果表明实验材料的语义情感为中性

(t = 0.41, p > 0.05, Cohen’s d = 0.32, 1–β = 0.41)。在

教学视频中, 教师朗诵情绪分为三种：中性情绪朗

诵(非常平静), 积极情绪朗诵(非常有激情), 消极

情绪朗诵(倦怠情绪)。同样采用 15 级(–7~7)评分标

准对上述教学视频进行评定, 样本数据为 51 份, 评

定结果的差异性检验表明, 教师一与教师二在三类

情绪表演上的评分差异均极其显著 , F (2,150) = 

2800.09, p < 0.001, 1–β = 1; F (2,150) = 1414.60, p < 

0.001, 1–β = 1。进一步做多重比较, 结果显示, 任

意两种情绪表演的评分上均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

(p < 0.001)。对两位教师在相同情绪类型的表演评

分上做配对组 t 检验, 结果表明中性情绪(t = –1.73, 

p > 0.05, Cohen’s d = 0.32, 1–β = 0.41)、积极情绪(t = 

–0.56, p > 0.05, Cohen’s d = 0.11, 1–β = 0.08)、消极

情绪(t = –1.84, p > 0.05, Cohen’s d = 0.36, 1–β = 0.45)

均 不 存 在 显 著 性 差 异 , 且 上 述 结 果 的 效 果 量

Cohen’s d 和统计检验力 1–β 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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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课堂情绪感染力评价问卷(学生用)》的

标准化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 将问卷前后分半, 

则分半信度(split-half)为 0.82, 项目分析采用鉴别

指数 D 在 0.37~0.47 之间, 题总相关系数(spearman 

correlation) r 值在 0.63~0.72 之间。以《情绪易感性

问卷》为效标, 在积极与消极情绪视频条件下的效

标关联效度分别为 r = –0.697, p < 0.001; r = –0.599, 

p < 0.001。 

2.4  实验设计 

本研究分为二个模块, 模块一研究被试在“崇

敬”意识状态下教师情绪对学生情绪感染的调节作

用, 模块二研究被试在“轻视”意识状态下教师情绪

对学生情绪感染的调节作用。模块一与模块二均选

用了 3 种情绪视频, 分别是教师中性情绪授课视

频、教师积极情绪授课视频、教师消极情绪授课视频。 

实验采用被试内设计, 上述两个模块均采用重

复测量设计的方差分析(repeated measures ANOVA), 

即所有被试均要接受两个研究模块的所有实验刺

激, 为避免学生接触相同的文本内容而带来的倦怠

情绪和记忆效应, 本研究使用的视频文本内容均是

不同的, 且模块一与模块二的授课教师也是不同的, 

两位教师均为男性 , 且相貌普通 , 年龄与身高相

似。本研究的干扰变量为文本的语义情绪信息, 因此

在实验材料上均采用情感为中性的语义文本信息。 

本研究共有两个模块, 模块一与模块二的实验

顺序在被试间平衡, 且引导一半学生认定教师一是

“权威”教师, 教师二是“新手”教师; 引导另一半学

生认定教师二是“权威”教师 , 教师一是“新手”教

师。为消除实验顺序以及学生性别对实验结果的影

响, 在模块一、模块二的内部实验顺序与学生性别

(男、女)上采用拉丁方设计。 

2.5   实验程序 

实验开始播放音乐并指导被试做放松训练, 在

被试(大学生)平静情绪后播放一般指导语：下面给

你播放的一组视频, 视频文件均来自于真实的教学

现场, 请你把自己想象成置身于一个真实的教学情

境中, 认真听课, 准备好了, 现在开始上课。之后 

 

进入模块一的实验阶段, 模块一引导学生有意“崇

敬”下面这位授课教师, 指导语如下：你即将看到的

是上海市徐汇区某中学的一位中学特级教师的授

课视频, 该教师于 200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汉语言

文学专业, 研究生学历, 入职仅 4 年即被破格评为

中学特级教师, 他上课形式多样、不拘一格, 最大

特点是能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情绪状态来确定课

堂情感基调, 利用自己的情感来渲染课堂氛围, 或

高潮迭起或波澜不惊, 他的授课视频曾在网上被转

载百万余次 , 被网民评为“最具表演天赋的教师”, 

2012 年被评为“上海市教学名师称号”。模块一测试

结束后, 播放音乐并做放松训练, 以消除被试听课

疲劳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进入模块二的实验阶段, 

模块二引导学生有意“轻视”下面这位授课教师, 指

导语如下：下面你即将看到的是一位刚入职的“新

手”教师的授课视频, 他于 2013 年毕业于某民办学

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大专学历, 现受聘于一家中学

教育补习机构, 由于他上课缺乏经验, 可能有些枯

燥, 请你耐心观看。模块一与模块二采用不同教师

的教学视频 , 每次教学视频播放结束后立即进行

60 s 的生理指标采集, 之后要求被试完成一份《教

师课堂情绪感染力评价问卷》。两个模块的实验基

本流程如图 1 所示。 

3  结果分析 

3.1  “权威”与“新手”教师的情绪感染力比较 

对上述两个模块的实验研究进行综合, 比较一

下“权威”教师与“新手”教师使用相同情绪授课时的

情绪感染力, 比较的实验条件有六种, 分别是：“权

威”教师的中性情绪授课视频(条件 )Ⅰ 、积极情绪授

课视频(条件 )Ⅱ 和消极情绪授课视频(条件 ); “Ⅲ 新

手”教师的中性情绪授课视频(条件 )Ⅳ 、积极情绪授

课视频(条件 )Ⅴ 和消极情绪授课视频(条件 )Ⅵ 。本实

验有 2 种“先入观念” (“权威”教师和“新手”教师)和

3 种“视频类型” (中性、积极、消极情绪视频), 因

此是一个典型的 2×3“两因素重复测量设计”。图 2

是 7 个生理指标在六种实验条件下的平均值(M)与 

 
 

图 1  各研究模块的实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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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7 个生理指标在 6 种实验条件下的比较结果 
注：由于 BVP 频率的取值与其他指标有较大差异, 为了图形清晰和简约, 所以本图单独将其示意图放在右上角。 

 
 

标准差(SD)。 

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7 个生理指标的“视频

类型”因素主效应显著, F (14,26) = 18.88, p < 0.001, 

Partial η2 = 0.91, 1 – β = 1, “先入观念”主效应显著, 

F(7, 33) = 15.46, p < 0.001, Partial η2 = 0.78, 1 – β = 

1, “视频类型”与“先入观念”的交互效应显著, F(14, 

26) = 3.03, p < 0.05, Partial η2 = 0.56, 1 – β = 0.66。 

依据本研究目的, 对“先入观念”在“视频类型”

水平上做简单效应分析(simple main effects), 对于

满足球形检验(Mauchly’s test of sphericity)假设的

变量, 报告球形检验成立(sphericity assumed)的统

计结果, 否则报告 Greenhouse-Geisser 的检验结果。

7 个生理指标的简单主效应结果显示, “先入观念”

在中性视频、积极视频、消极视频上有 SC 和脸颊

EMG 两个指标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 除

此之外, “先入观念”在中性视频上还有 SMR 不存在

显著性差异(p > 0.05), “先入观念”在积极视频上还

有 α 波、β 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对于简

单主效应有显著性差异的指标, 其统计检验力 1 – β

均在 0.91 以上, 表明正确拒绝零假设的概率非常高。 

进一步对“先入观念”在“视频类型”水平上做多

重比较(去掉 SC 和脸颊 EMG 两个简单主效应均不

显著的变量), 如表 1 所示。 

如表 1 所示, 学生观看“新手”教师中性情绪视

频比观看“权威”教师中性视频在 α 波、β 波上有极

其显著下降(p < 0.001), 在 BVP 幅度上有极其显著 

表 1  “视频类型”在“先入观念”水平上的多重比较结果 

“新手”-“权威”

(中性情绪) 

“新手”-“权威” 

(积极情绪) 

“新手”-“权威”

(消极情绪) 生理指标

MD p MD p MD p 

α 波 –1.22** 0.001 –0.53 0.141 –1.70** 0.000

SMR –0.60 0.092 –0.63* 0.037 –0.97** 0.001

β 波 –1.25** 0.002 –0.68 0.064 –1.68** 0.000

BVP 幅度 –1.07** 0.009 –1.02** 0.002 –1.09** 0.002

BVP 频率 1.27** 0.001 0.93** 0.007 1.26** 0.001

注：*p < 0.05, **p < 0.01, 下同 

 

下降, 而在 BVP 频率上有极其显著提高(p < 0.01);

学生观看“新手”教师积极情绪视频比观看“权威”教

师积极视频在 BVP 幅度上有极其显著下降, 而在

BVP 频率上有极其显著提高(p < 0.01); 学生观看

“新手”教师消极情绪视频比观看“权威”教师消极视

频在 α 波、SMR、β 波、BVP 幅度上有极其显著下降

(p < 0.01), 而在 BVP 频率上有极其显著提高(p < 0.01)。 

3.2  学生的“权威”观念对教师情绪感染水平的调节 

模块一有三种视频类型, 分别是“权威”教师的

中性情绪授课视频(条件 )Ⅰ 、积极情绪授课视频(条

件 )Ⅱ 和消极情绪授课视频(条件 )Ⅲ 。7 个生理指标

在三种视频类型下的平均值(M)与标准差(SD)如图

2 所示(条件Ⅰ——条件 )Ⅲ 。 

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报告 Pillai’s Trace 的统计

结果)显示, 被试的 7 个生理指标在三种视频类型

下因素主效应显著, F (14,26) = 8.64, p < 0.001, 

Partial η2 = 0.82, 1–β = 1, 基于平均变量的多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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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析(based on averaged variables)结果显示被试

内因素“视频类型”主效应显著, F(14, 146) = 7.50, p < 

0.001, 1–β = 1。 

使用单变量检验(univariate tests)考察每个生理

指标在三种视频类型下是否达到显著性水平, 单变

量检验结果显示, BVP 幅度、BVP 频率、脸颊 EMG

达到极其显著性水平(p < 0.001), 其统计检验力均

在 0.96 以上(1–β > 0.96), 具有很高的统计检验力, 

而 α 波、SMR、β 波、SC 在单变量检验中没有达

到显著性水平(p > 0.05)。 

进一步使用 LSD 法对上述生理指标在三种视

频类型下进行两两比较(pairwise comparisons), 以

进一步考察这些差异会在哪些视频类型之间产生。

表 2 是两两比较的结果, MD (mean difference)表示

前一种视频类型下的平均数减去后一种视频类型

下的平均数的差量。 

 
表 2  7 个生理指标在三种视频类型下两两比较的结果 

积极视频-中性

视频 

消极视频-中性

视频 

消极视频-积极

视频 生理指标 

MD p MD p MD p 

α 波 0.20 0.562 0.18 0.540 –0.02 0.942

SMR 0.20 0.551 0.29 0.440 0.08 0.814

β 波 0.08 0.815 –0.25 0.437 –0.33 0.267

BVP 幅度 1.09** 0.009 –0.86** 0.023 –1.95** 0.000

BVP 频率 –0.72 0.073 0.92* 0.014 1.64** 0.001

SC –0.30 0.301 0.14 0.626 0.44 0.125

脸颊 EMG 0.86** 0.000 –0.02 0.674 –0.88** 0.000

 

表 2 所示, 由于 α 波、SMR 和 β 波的单变量检

验的主效应不显著, 其在三种视频类型两两之间均

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学生观看“权威”教师积极情绪

视频比观看中性视频在 BVP 幅度和脸颊 EMG 上有

极其显著提高(p < 0.01); 学生观看“权威”教师消极

情绪视频比观看中性视频在 BVP 幅度上有极其显

著下降(p < 0.01); 学生观看“权威”教师消极情绪视

频比观看积极视频在 BVP 幅度和脸颊 EMG 有极其

显著下降(p < 0.01), 而在 BVP 频率上有极其显著

上升(p < 0.01)。 

3.3  学生的“新手”观念对教师情绪感染水平的

调节 

模块二有三种视频类型, 分别是“新手”教师中

性情绪授课视频(条件 )Ⅳ 、积极情绪授课视频(条件

)Ⅴ 和消极情绪授课视频(条件 )Ⅵ 。7 个生理指标在

三种视频类型的平均值(M)与标准差(SD) 如图 2 所

示(条件Ⅳ——条件 )Ⅵ 。 

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被试的 7 个生理指标

在 3 种视频类型下因素主效应显著, F (14,26) = 

13.87, p < 0.001, Partial η2 = 0.88, 1–β = 1, 基于平

均变量的多元方差分析显示被试内因素“视频类

型”主效应显著, F(14, 146) = 6.05, p < 0.001, 1–β = 1。 

7 个生理指标的单变量检验结果显示, α 波、β

波、BVP 幅度、BVP 频率、脸颊 EMG 达到极其显

著性水平(p < 0.001), 其统计检验力均在 0.91 以上

(1–β > 0.91), 而 SMR、SC 在单变量检验中没有达

到显著性水平(p > 0.05)。 

进一步使用 LSD 法进一步对上述变量进行两

两比较, 以进一步考察这些差异会在哪些视频类型

之间产生。表 3 是两两比较的结果。 

 
表 3  7 个生理指标在三种视频类型下两两比较的结果 

积极视频-中性

视频 

消极视频-中性

视频 

消极视频-积极

视频 生理指标

MD p MD p MD p 

α 波 0.89* 0.015 –0.30 0.387 –1.19** 0.002

SMR 0.18 0.550 –0.08 0.788 –0.25 0.337

β 波 0.65 0.112 –0.68 0.061 –1.32** 0.000

BVP 幅度 1.13** 0.001 –0.89* 0.014 –2.02** 0.000

BVP 频率 –1.06** 0.010 0.91* 0.015 1.97** 0.000

SC –0.20 0.547 0.10 0.741 0.30 0.381

脸颊 EMG 0.90** 0.000 0.02 0.629 –0.88** 0.000

 

如表 3 所示, 学生观看“新手”教师积极情绪视

频比观看中性视频在 BVP 幅度、脸颊 EMG 上有极

其显著提高(p < 0.01), 而在 BVP 频度上有极其显

著下降(p < 0.01); 学生观看“新手”教师消极情绪视

频比观看中性视频在 BVP 幅度上有显著下降(p < 

0.05), 而在 BVP 频率上有显著提高(p < 0.05); 学

生观看“新手”教师消极情绪视频比观看积极视频

在 BVP 幅度、脸颊 EMG 上有极其显著下降(p < 

0.01), 且在 α 波、β 波上有极其显著下降(p < 0.01)。 

如图 1 所示, 在每个模块中被试每看完一个视

频都需要对教师的课堂情感表现力作一评价, 即完

成《教师课堂情绪感染力评价问卷》, 以《教师课

堂情绪感染力评价问卷》的分数为因变量, 以实验

条件作为被试内变量, 对于同一组被试来说多次完

成《教师课堂情绪感染力评价问卷》属于重复测量

设计。 

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课堂评价在六种实验

条件下因素主效应显著, F(5, 35) = 23.32,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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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al η2 = 0.77, 1–β = 1, 单变量检验结果显示实

验条件的因素主效应显著, F(1.76, 68.47) = 13.93, p < 

0.001, Partial η2 = 0.26, 1–β = 1。 

在两两比较中, 结合本研究的目的, 主要是对

学生观看“新手”教师与“权威”教师的中性情绪、积

极情绪与消极情绪视频下的课堂评价差异性进行

比较, 结果显示：在上述三种视频条件下均存在显

著 性 差 异 , 中 性 情 绪 视 频 (t = –3.64, p < 0.01, 

Cohen’s d = 0.98, 1–β = 0.86), 积极情绪视频(t = 

–2.91, p < 0.01, Cohen’s d = 0.82, 1–β = 0.63), 消极

情绪视频(t = –2.34, p < 0.05, Cohen’s d = 0.61, 1–β = 

0.65)。说明学生对“新手”教师的情绪感染力评价

(无论是中性、积极或消极情绪视频)均显著差于对

“权威”教师的评价。 

4  讨论 

通过“权威”教师与“新手”教师的情绪感染力比

较发现, 学生对“权威”教师始终能保持较高的注意

力水平, 因此, “权威”教师的中性情绪、积极情绪感

染力均要强于“新手”教师, 由于学生对“权威”教师

的消极情绪作出无意识的“合理化”解释, 从而免疫

了“权威”教师的消极情绪感染力。如表 1 所示, 学

生观看“新手”教师中性情绪视频比观看“权威”教师

中性视频在 α 波、β 波上有极其显著下降(p < 0.01), 

说明相对于“权威”教师而言, “新手”教师更不易引

起学生“专注”, 学生可能带有一种“轻视”的目光去

看待“新手”教师, 而带有一种“敬仰”的目光去看待

“权威”教师, 在 BVP 幅度上有极其显著下降而在

BVP 频率上有极其显著提高(p < 0.01), 这说明“权

威”教师的中性情绪感染力要强于“新手”教师。类

似地, 有研究表明, 具有魅力的领导比普通领导对

下 属 的 情 绪 更 具 感 染 力 (Vijayalakshmi & 

Bhattacharyya, 2012), 魅力就表现为“敬仰”与“亲

和”。同样, 恋人之间的关系也亲密, 一方的情绪对

另一方的感染力就会越强, 情绪感染力的提升与专

注程度有关(Bhullar, 2012), 说明人际关系的亲密

程度决定了情绪感染力水平。显然“权威”教师对学

生的吸引力要强于“新手”教师, 所以对“权威”教师

的专注程度要高于“新手”教师, “权威”教师的情绪

感染力也就强于“新手”教师; 学生观看“新手”教师

积极情绪视频比观看“权威”教师积极视频在 BVP

幅度上有极其显著下降, 而在 BVP 频率上有极其

显著提高(p < 0.01), 这也类似地说明了“权威”教师

比“新手”教师的积极情绪感染力更强。Hatfield 等

研究表明情绪感染的程度被注意加工 (attentional 

processes)所中介, 越多的注意加工*就能引起更大

的情绪感染力(Hatfield, Cacioppo, & Rapson, 1994), 

注意过程除了受情绪类型和情绪表达的强度影响

外 , 也受员工对领导的评价高低的影响 (Barsade, 

2002; Johnson, 2008, 2009)。一般来说, 学生对教师

的评价越低就越容易在面对面接触时有意地回避

(不注视), 无意识模仿程度就会越低, 因为情绪感

染是一个“察觉——[模仿——反馈(激活镜像神经

系统)]——情绪”的过程 (张奇勇 , 卢家楣 , 2013), 

察觉程度决定了无意识模仿程度, 而觉察水平又受

注意力水平的影响, 这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又

依据“模仿——反馈”理论(Falkenberg et al., 2008), 

模仿程度越低情绪感染效果就会越差, 所以学生对

“权威”教师的过多专注最终提高了“权威”教师的积

极情绪感染力; 学生观看“新手”教师消极情绪视频

比观看“权威”教师消极视频在 α 波、SMR、β 波上

有极其显著下降(p < 0.01), 说明与“权威”教师相比, 

“新手”教师在呈现消极情绪时会诱发学生更大的

注意力水平下降, 而学生对“权威”教师依旧能保持

较高的注意力水平。在 BVP 幅度上有极其显著下

降而在 BVP 频率上有极其显著提高(p < 0.01), 说

明了“新手”教师的消极情绪感染力(倦怠)比“权威”

教师的消极情绪感染力更强, 这可能与学生对“权

威”教师的消极情绪进行“合理化”解释有关, 即学

生可能会自动化地将“权威”教师展示消极情绪解

释为是课堂表现的需要, 或者看作是“有能力”的表

现, 这类似于“光环”效应, 与学生保持对“权威”教

师前后一致的崇高评价有关, 以免认知出现重大失

调 , 这 也 符 合 情 绪 管 理 理 论 (mood-management 

theory), 即当人们体验到积极情绪时, 就会有一种

希望维持他们积极情绪状态的行为和认知的动机

(Epstude & Mussweiler, 2009)。由于对“权威”教师

消极情绪的“合理”解释, 从而部分免疫了“权威”教

师的消极情绪感染力。相反, 学生对“新手”教师的

评价低就越有可能对其情绪做出“无能力”的解释, 

这种解释也符合情绪管理理论, 从而增强了“新手”

教师消极情绪的感染效果。 

对“权威”教师的情绪感染力水平研究表明, 学

生对“权威”教师均能保持较高的“专注”状态, 并存

在着情绪的无意识模仿, “权威”教师的积极情绪与

消极情绪对学生均有较高感染力。如表 2 所示, α

                                                           
*“注意加工”是指面对面时的注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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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SMR 和 β 波在三种视频类型两两之间均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 学生在观看“权威”教师授课时, 其

注意力水平不受教师情绪效价的影响(均具有较高

的注意力水平, 见下文与“新手”教师相比较)。学生

观看“权威”教师积极情绪视频比观看中性视频在

BVP 幅度和脸颊 EMG 上有极其显著提高(p < 0.01), 

BVP 是反映情绪唤醒程度的敏感性生理指标, 人

在积极情绪状态下 BVP 幅度会上升(Sztajzel, 2008), 

情绪也可以由脸部肌肉动作来激活, 这一理论被称

为“脸部反馈理论假设” (Cheshin, Rafaeli, & Bos, 

2011), 人 对 兴 奋 的 刺 激 则 会 有 一 个 更 大 的 脸 颊

EMG (Dimberg, Andréasson, & Thunberg, 2011), 而

面对负性刺激(如愤怒)时可以自动化地激活皱眉肌

的动作(Dimberg, 1982), 上述结果中两个指标的变

化均说明“权威”教师积极情绪具有较高的感染力; 

学生观看“权威”教师消极情绪视频比观看中性视

频在 BVP 幅度上有极其显著下降(p < 0.01), 这可

能是“权威”教师的消极情绪对学生感染的结果; 学

生观看“权威”教师消极情绪视频比观看积极视频

在 BVP 幅度和脸颊 EMG 有极其显著下降(p < 0.01), 

而在 BVP 频率上有极其显著上升(p < 0.01), 这是

因为通常人在消极情绪状态下 BVP 频率会上升, 

而 BVP 幅度则会下降(Sztajzel, 2008)。Magnée 等

使用视觉情绪信息(面部表情)和声音情绪信息对广

泛性发展障碍(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患

者进行了情绪信息自动加工处理的研究, 研究中使

用了肌电(EMG), 并认为肌电直接与情绪信息的自

动化加工相关, 而不受意识控制(Magnée, De Gelder, 

Van Engeland, & Kemner, 2007)。由此可以推断, 学

生在观看“权威”教师授课时, 存在着情绪的无意识

模仿, 脸颊 EMG 部分反映了积极情绪的模仿程度, 

通过模仿机制即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激活了镜像

神经活动, 这种神经活动当我们自己执行同样行为

时(笔者注：主要是指情绪)同样被激活(Bastiaansen, 

Thioux, & Keysers, 2009), 无意识模仿可以诱发生理

反馈(张奇勇, 卢家楣, 2013), 从而产生情绪感染。 

如表 3 所示, “新手”教师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

绪对学生也均有一定的感染力, 但与“权威”教师不

同的是学生对“新手”教师的专注程度与教师的情

绪效价有关, 如学生观看“新手”教师消极情绪视频

比观看积极情绪视频在 α 波、β 波上有极其显著下

降(p < 0.01), β波(15~30 Hz)出现一般意味着大脑比

较兴奋或紧张, β 波越明显, 则表示警觉性越高, β

波在反映注意警觉性程度上要好于 α 波(Adeli et al., 

2003)。学生在观看“新手”教师消极情绪视频时的 β

波下降说明学生的注意力开始“分散”, 而在观看

“权威”教师的这两种情绪视频上则不存在这两个

指标上的差异性, 说明学生对“权威”教师一直能够

保持较大的注意力水平, 这种“专注”程度一定与通过

指导语在学生大脑中建立起来的“先入观念”有关。 

通过《教师课堂情绪感染力评价问卷》的调查

结果表明,学生对“新手”教师的情绪感染力评价(中

性、积极或消极视频)极其显著差于对“权威”教师的

评价(p < 0.01), 评教水平与学生的情绪体验有关, 

通常学生感受到积极情绪体验就会倾向于对教师

做出积极的评价, 而消极的情绪体验则会做出消极

的课堂评价。如在管理业中有研究表明, 当领导表

达积极的情绪, 通过情绪感染, 下属就会体验到积

极情绪(注：激活了与情绪相一致的评价), 下属就

会更对领导做出积极的评价(Johnson, 2009)。 

5  结论 

(1)在情绪感染中 , 学生的先入观念对情绪感

染具有自动调节作用, 调节的方式有两种：“关注”

和“合理化”, 调节的结果也有两种：“易感性”与“免

疫性”。 

(2)学生在观看“权威”教师视频时 , 其注意力

水平不受教师情绪效价的影响, 学生对“权威”教师

均能保持较高的“专注”状态, 而不管“权威”教师呈

现的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 “权威”教师的积极

情绪感染力要强于“新手”教师, 这与学生对“权威

教师”的关注程度更高有关。相比之下, 学生对“新

手”教师的专注程度与教师的情绪效价有关 , “新

手”教师更不易引起学生“专注”, 从而削弱了“新

手”教师的积极情绪感染力。 

(3)“新手”教师比“权威”教师在呈现消极情绪

时会诱发学生更大的注意力水平下降 , 而学生对

“权威”教师依旧能保持较高的注意力水平。“新手”

教师的消极情绪感染力(倦怠)比“权威”教师的消极

情绪感染力更强, 这与学生对“权威”教师的消极情

绪“合理化”解释有关, 从而免疫了“权威”教师的消

极情绪感染力。 

上述结论从课堂评价中得到了印证, 即学生对

“权威”教师的情绪感染力评价要极其显著好于对

“新手”教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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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st research on conscious emotional contagion has implied that emotional contagion can be regulated by 
subsequent perception, which can be retrieved by unconsciousness. Similarly, can emotional contagion be 
regulated by antecedent view or not? That is, perception exists before emotional contagion and regulates the 
final effect of emotional contagion.  

In the research, the experiment condition was classroom activities. We adopted within-subjects design. We 
guided students to set up two antecedent views through pre-experimental instruction: authoritative teacher and 
novice teacher, and then we played three kinds of videos to students, namely neutral emotional, positive emotional, 
and negative emotional teaching videos. The students’ physiological data were recorded by eight-channel 
biofeedback instrument when students watched videos. After the experiment, each student was required to finish a 
questionnaire, i.e., the evaluation scale of teaching’s emotional contagion in class (for student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students could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attention and could not 
transfer when they were watching the authoritative teacher’s videos. As a result, students’ high level of attention 
improved the effect of authoritative teacher’s positive emotional contagion, i.e., munity regulation, for it was 
connected with the more attention that students paid to the authoritative teacher. Students’ maintained a low 
level of attention while watching the novice teacher’s videos, therefore, the effect of novice teacher’s positive 
emotional contagion was less than that of authoritative teacher’s. we name this is immunity regulation. Students’ 
attention was lower under exposure to the novice teacher’s negative emotion than to that of the authoritative 
teacher’s. Students always pay high-powered attention to the authoritative teacher no matter what emotion the 
authoritative teacher appeared. In other words emotional contagion was modulated by the focus of attention. The 
novice teacher had a stronger negative emotional (i.e., burnout) contagion than the authoritative teacher, which 
was due to students’ rationalization to the authoritative teacher’s negative emotion, thus immunizing the 
authoritative teacher’s negative emotion. Furthermore, Surveying with a questionnaire the evaluation scale of 
teaching’s emotional contagion in class, we gained an important result that students made more positive 
evaluations of the authoritative teacher than that of the novice teacher regardless of watching both teachers’ 
neutral, positive, or negative teaching videos. As shown in Table 9, there exis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valuation to the authoritative teacher and that to the novice teacher (p < 0.01). Thus, when individuals felt a 
certain emotion (e.g., joy), memories and judgments consistent with that emotion were stimulated. When applied 
to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his conclusion suggested that when a teacher expresses positive emotions, 
students would feel more positive (through mood contagion), and be more likely to make more positive 
evaluations to the teacher. It is especially true of the authoritative teacher, because students’ positive antecedent 
view to the authoritative teacher improved their evaluations to him. For the novice teacher, students’ negative 
antecedent view lowered their evaluat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antecedent view could regulate teacher’s effect of EC. A teacher’s 
effect of EC was weakened when students could not reasonably explain the cause of his/her emotional 
expression. When students perceived the authoritative teacher's emotional display as a need for teaching, it could 
maintain students’ high evaluations to him/her. Therefore the authoritative teacher’s negative emotional 
contagion was less likely to occur. However, students would interpret the novice teacher’s negative emotional 
display as incompetence, thus his/her negative emotional contagion was more likely to take place. Hence, two 
conclusions could be drawn: (1) there are two methods of antecedent view regulating emotional contagion: 
concentr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2) there exist two results of antecedent view regulating emotional contagion: 
munity and immunity. 
Key words  antecedent view; emotional contagion; munity regulation; immunity regulation 


